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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组织: 人类学组织研究反思

庄孔韶，方静文
＊

摘 要: 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回顾和梳理表明，从家族、宗族等传统组织到企业等现代组
织，人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非正式组织的强调以及文化视角的采纳。将文化视角与认识组织
的重要方式“隐喻”相融合，就得到“作为文化的组织”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组织的
理解和文化诠释，并且能够被转换于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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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学对传统组织的研究

人类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对无论是空间距

离还是文化上都离自己很遥远的 “他者”及其
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类社会往往
是前现代的前工业化社会，缺少现代社会的组织

形式和社会制度，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亲属关系

是成员间最主要的社会联系。相应地，家庭、家
族、宗族等亲属群体成为其中最主要的组织形
式，也是人类学组织研究的侧重点。
“在殖民时代里，功能主义者们热衷于对非
西方社会的各种组织进行探讨，通过在非洲和美

洲的民族志研究，抽象出关于组织结构的类型学

分析。这些研究大多包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关切，
即从异文化的无政府社会中，寻找到非集权组织

的运作状态，并以此来反思西方的政治制度。”①

许多著名的民族志研究都旨在寻找类似的组织结

构。如埃文斯 －普里查德对非洲努尔人的研究，
旨在探究在缺少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如法律的

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组织其生活的? 所以，他的

研究总是以发现 “他者”社会缺少我们社会中
的制度始，而以发现他们有相应的替代物终。
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

对象的“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要么消失要么
发生了剧烈变迁，人类学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农

民社会的研究应运而生。

美国人类学家葛学溥 ( Daniel Harrison
Kulp) 是较早研究中国农村家庭的学者。他通过
对广东汕头凤凰村的调查，在 1925 年出版的
《华南乡村社会》一书中，对凤凰村大家庭进行
了记录和简单描述，并将中国家庭分为 4 类: 自
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和传统家庭或氏族

家庭。② 在葛学溥之后，有多位外国学者也对中
国家庭进行研究，其田野点集中在台湾和广东。

朗 ( Olga Lang) 提出根据家庭中的夫妇数目对
汉人社会的家庭进行分类，试图用 “核心家
庭”、“主干家庭”和 “联合家庭”三种概念囊
括所有的汉人社会的家庭模式。③ 葛伯纳 ( Ber-
nard Gallin) 较早研究了台湾汉人社会的 “轮伙
头”或轮值家庭。④ 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
夫 ( Margery Wolf) 在对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
考察的基础上，提出 “子宫家庭”的新概念，

即母亲通过与儿子对自己的感情维系，来扩大自

己在男性统治的家庭中的影响和权力，巧妙地向

男性统治提出了挑战，但同时又巩固了男性统治

的传统。⑤ 孔迈隆 ( Cohen Myron ) 对台湾汉人
家庭的分家进行了研究，写成了 《家庭的分与
合》，强调财产在大家庭维系中的重要作用。⑥

武雅士 ( Arthur Wolf) 则对台湾地区的童养媳家
庭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此种家庭中的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及其成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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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对中国的家庭

进行了考察。林耀华的 《金翼》以小说体的独
特方式，呈现了福建黄村两个大家庭的兴衰变

化，纠正了对中国大家庭内涵的某些误解，并较

早地涉及了大陆地区的轮值家庭。费孝通则较早
地提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中的大家庭，他

对绅士和农人的差别的经济和政治要素的论述，

引起了 Fried 对中国农人家庭进一步推演的分
析。① 庄孔韶接续导师林耀华的研究，写成了
《金翼》的学术性续本 《银翅》，将轮值家庭、
反哺家庭和庄英章提出的联邦家庭②等大家庭的

变通模式加以提炼，并称为 “中国式准组合家
庭” ( Chinese quasi － joint family) 。林耀华 《义
序宗族的研究》 ( 1935 年，研究生论文) 和
《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是汉人社会
宗族研究的先驱性作品，分别考察了福建义序和

黄村的宗族组织，并运用当时流行的功能主义对

其进行了剖析，强调了族田、祖产等相关的宗族
成分在其中的重要角色。但同时，也在 《义序
宗族的研究》的注释中保留了本土道德哲学关
于先在理念的解释。
弗里德曼 ( Maurice Freedman) 是中国宗族

研究中另一位不得不说的人物。虽然他试图将前
述埃文斯 －普里查德在非洲的 “裂变的世系群”
模式应用于中国汉人社会宗族组织的研究，但其

目标却是 “以其中国的材料挑战埃文斯 －普里
查德和福戒斯在非洲的研究，即在一个中央权力

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宗族势力同样的发达”。③

弗里德曼吸收了林耀华的作品中富有功能主义色

彩的部分作为依据，却无意中忽略了其中的本土

理念诠释，并最终形成了 “宗族模式”。他认为
: “在东南部中国，地处边陲，地方社会的农人
从事水田稻作，开垦、灌溉、自卫、协作等容易
形成亲属团体。生产赢余，促进财产的积累，也
促进了宗族的形成。”④ 虽然弗里德曼的宗族范
式后来受到巴博德和庄英章等人来自田野实例的

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带动了汉人社会

的宗族研究，并于有形无形中影响到了一批学

者。在他之后，人类学界的许多学者投身于宗族
研究。而在经历了最初聚焦福建、广东、台湾等
华南地区的宗族之后，宗族研究的田野也逐渐延

伸至了华北和更广大的地区。

在血缘之外，地缘和业缘也在乡村社会的组

织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宗族不发达

的社会或无宗族社会，同乡组织、水利组织、青
苗组织等乡村基层组织也成为人类学组织研究的

对象。直至今日，城乡社会剧烈变迁所引发的传
统组织应对与重组，已经成了人类学新的关注。

二、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早期实践
( 一) 霍桑实验

霍桑实验恰恰是人类学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

社会组织研究的标志之一。1924 年至 1932 年
间，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了有关

工作条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之间关系的一系
列实验。实验在 “科学管理至上”的背景下进
行，其时，对于产量的极度关注，将人们的视线

都集中于如何改善物质生产条件 ( 如照明等)

以提高生产效率之上。但是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发
现，照明度的改变对生产效率并无实质影响。

从 1927 年开始，霍桑实验由以 ( Elton
Mayo) 为首的一批学者接管，此后的研究大致
可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27 ～ 1928 年) ，

采取一系列实验手段，得出的结论是心理因素对

产出的影响大于物理条件; 第二阶段 ( 1928 ～
1930 年) ，运用访谈，得到的结论是社会群体能
控制个体工作行为; 第三阶段 ( 1931 ～ 1932

年) ，通过参与观察，发现工厂存在着互动的非

正式组织，而且是有情感维系的。⑤

1930 年，人类学家劳埃德·沃纳 ( Lloyd
Warner) 应邀加入。刚结束在澳大利亚土著社会
田野研究的他，抱着在现代社会实践人类学的热

忱，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引入了工厂和车

间，⑥ 并用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社会体系和社会
结构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使得霍桑实验

从对个体心理的关注，转向了对于工人间的关系

和互动的关注。

最终，霍桑实验得出结论: 影响生产效率的

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

人际关系; 人不仅是理性的 “经济人” ( eco-
nomic man) ，也是“社会人” ( social man)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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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和情感需求; 企业中不

仅存在正式组织也存在非正式组织。在上述发现
和认识的基础上，梅约及其团队建立了此后 25
年间主导组织研究的人际关系学派，取代了之前

的科学管理 ( 或称泰勒主义) 。此后管理理论的
重心，开始从过去的 “物”或 “技术”转向
“人”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企
业的组织包括两种结构类型，即技术组织和人的

组织，前者是由供生产服务和使用的各种物质器

材组成的结构体系，是物质组织; 后者则是由组

织成员组成的结构体系，是社会组织。在社会组
织中又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别，前者在满

足社会需求时遵循的是效率逻辑，后者在满足社

会需求时遵循的则是情感逻辑。① 而所谓非正式
组织“是与严密的正式组织相对的关于社会互
动的组织，非正式组织是组织中的个体和群体相

互联系的方式，包括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个体
在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团结的表达，关系到组织目

标的实现”。②

非正式组织的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热议。在组
织研究领域，陆续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

包括对非正式组织成因、结构、特征、功能、领
导、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及互动等方面的研究。而
在人类学领域，鉴于人类学对传统社会组织和文

化概念的关注，非正式组织以及集中于非正式组

织的“文化”成为此后人类学组织研究的首要
关注。如此后沃纳的学生查普尔 ( Eliot Chap-
ple) 、阿伦斯伯格 ( Conrad Arensberg ) 致力于
对非正式组织的定量分析，威廉·怀特对芝加哥
饭店人际关系的研究等等，查普尔和阿伦斯伯格

等人还于 1941 年创建了 “应用人类学协会”，
在其会刊《应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现代
组织、产业等的文章。③ 在方法论层面，虽然人
类学“参与观察”方法中的 “参与”在实验中
仅保持了最低限度，以尽量不干涉观察对象的

“日常生活”为原则，而以观察为主，但是通过
田野工作，建立工厂民族志的方法取向得到了实

践并在此后的研究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 二) 曼彻斯特车间实验

20 世纪 50 年代，马克斯·格拉克曼 ( Max

Gluckman) 带领曼彻斯特大学的人类学家对曼
彻斯特的 5 个车间进行了考察，旨在探讨 “产
量法则”与非正式群体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就
是曼彻斯特车间实验。研究者运用细致的民族志
方法，从阶级、性别等不同角度考察了车间的生
活状况和人际关系，发现: 5 个车间均存在非正
式组织，而且，虽然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

式存在差异，但不是像之前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

“自发合作的关系”，而是存在着诸多冲突。曼
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得出的冲突论在现代工

业社会中的工厂车间内得到了验证和诠释。

而且，与霍桑实验时期相比，曼彻斯特工厂

研究从将工厂视为封闭系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

开始关注车间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情境。而进入
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也在曼彻

斯特学派学者的努力下发展为完全的参与观察。

在这一时期，“参与”开始意味着研究者对车间
生活的完全参与，并要求研究者学会如何工作，

学会工人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并理解他们的观

点。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要担当局内人和
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既要尽力成为局内人，也应

当是掌握了可以理解社会的理论的局外人，而这

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也被意识到了。④ 民族志方
法由此成为人类学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

三、人类学现当代组织研究:
“组织文化”与 “作为文化的组织”

在上述早期实践之后，20 世纪 60 年代，伴
随着人们对功能主义人际关系学派强调均衡而忽

视内部冲突和外部变迁的批判，人类学的组织研

究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至随着文化概
念在组织中的凸显而重新繁荣。1980 年以后，
“对组织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开始恢复”，出现了
关注现代组织的“劳动人类学协会”等。⑤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组织经历了巨大的变
迁———国际分工发展、跨国企业出现，以及日本
企业崛起等等。而正是 “在变迁的背景中寻找
新的组织处理方式的过程中，文化概念得到凸

显”。⑥ 对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组织研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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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学者检视了人类学各学派，分析各学派的

文化概念对组织研究的具体影响。
林达·斯默西奇 ( Linda Smircich ) 考察了

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人类
学和认知人类学等学派的文化观点，① 指出: 功

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首创功能主义的文

化理论，从人的需求角度，视文化为满足人类需

要的工具; 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 －
布朗则继承了从斯宾塞开始至杜尔干的社会有机

体思想，运用社会有机体类比，将文化作为社会

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就在于对所在的社会

整体、对整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适应协调所作的
贡献。前者与传统管理理论中将 “组织”视为
“使任务得以完成的社会工具”的观点不谋而
合，形成了跨文化管理或管理比较这一研究领

域; 后者则与权变理论等将组织视为 “存在于
与其环境的交换过程中的适应的有机体”的观
点相结合，催生了组织文化研究。以列维 －斯特
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关注的则是人类普遍的

思维结构。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只有极
少数关键的文化规则在起作用，隐藏着深层的统

一性，这种“文化的深层结构”不能直接被观
察到，需要人类学家的分析和概括来揭示，组织

文化亦是如此。格尔兹的 《文化的解释》是组
织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在此书中，格尔兹

将文化视为 “意义之网”。所以，要理解文化，
人类学家必须深入研究主体生活于其中的观念世

界，透过人们交流过程中以语言和符号形式表现

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气质等，获得
“当地人的观点”，对其中的意义进行阐释，从
而达到对 “地方性知识”的 “解释之上的理
解”，其结果需要通过深描的方式来呈现。象征
人类学对仪式、符号象征、意义等的关注被引入
组织研究，人们通过语言符号体系、仪式等研究
组织文化。以古德纳夫为代表的认知人类学认
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共享的分类认

知体系，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中。不同社会的成
员借由语言范畴来认知和建构含义，遵循一定的

规则。人类学家的任务是找出这些规则，并弄清
其成员是如何看待和描述他们的世界。组织成员
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共享某些意义并遵循一定的

规则，以使自己的行为为其他成员所接受和认

可。
大内 ( William Ouchi ) 和威尔金斯 ( Alan

Wilkins) 认为，组织文化研究同人类学对文化
的研究存在差异，组织文化一般将文化作为自变

量，而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既是应变量也是自

变量。但除却这些差异，组织文化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除了评述斯默
西奇文中已论及的人类学学派之外，大内和威尔

金斯还增加了以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为代表的文化

与人格学派的 “形貌论”立场对组织预设类型
描述的影响。他们指出: 有时人类学文化概念的
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引用，就像虽然组织研究者

很少引用结构 －功能主义的作品，但是该学派的
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有机的、整体的观点
对当今组织文化研究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②

除了对人类学各流派的文化概念的检视，也

有学者尝试进行一些总结。卡梅隆 ( Kim Camer-
on) 和埃廷顿 ( Ettington) 在“组织文化概念的
理念基础”一文中，将人类学文化概念对组织
研究的具体影响归结为两大传统: 即 “功能主
义”传统和“符号”传统。③

事实上，在被引入组织研究之后，文化概念

激发了不同的研究旨趣和侧重点，基本上可归结

为两种视角，即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根隐

喻。④ 文化作为独立变量或属性的视角进入组织
研究，催生了组织文化研究; 将文化作为根隐喻

的观点，提供了认识和改造组织的新角度，并且

进入应用领域，取得了实际效果。
卡梅隆和埃廷顿认为，上述两种进路源于组

织研究领域文化概念的不同来源: 人类学文献倾

向于将文化视为组织所是 ( culture is what an or-
ganization is) ，而社会学倾向于将文化视为组织
所有的东西 ( culture is what an organization has) 。
在人类学中，文化是和开放的系统等一样用于描

述组织的隐喻，而社会学则将文化视为帮助解释

组织表现的一个属性，是一个独立的变量。⑤

这种观点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考虑到人类

学内部对文化认识的分化和嬗变，这种对比未免

太过简单化和绝对化。因为人类学内部事实上也
存在上述两种文化观: 以文化作为变量或属性的

如功能主义传统为代表的文化观，以文化作为根

隐喻的如象征人类学为代表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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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上述两种视角分别加以考察:

( 一) 文化作为变量———组织文化
随着对组织象征方面的认识的增多，组织研

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于
是，文化视角被引入组织研究，组织研究的关注

点因而从组织结构、科层制等转向了组织文化，
并成为组织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使得组织

结构和组织功能研究都黯然失色。
最初的组织文化研究多以日本企业的管理模

式或者美日企业管理模式的对比为主题，认为美

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就在于管理的

“文化”的不同。仅在 1983 年，就接连出版了 3
部 ( 共 32 篇文章) 关于组织文化的文集，标志
着组织文化研究的开始，并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① 20 世纪 80 年代，组织文化的研究以探
讨基本理论为主，如组织文化的概念、类型以及
组织文化与组织管理的关系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文化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对基本理论的

研究之外，增加了应用视角，将组织文化与组织

效用的发挥和组织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经验性的
应用研究引发了组织文化是自在的还是可以被人

为设计规划的讨论，同时也催生了关于企业文化

测量以及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的研究。
纵观组织研究领域的组织文化研究，可以发

现存在如下特点:

其一，基于正式组织。组织文化研究植根于
对正式组织的研究，② 非正式组织及其文化在很

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
其二，基于共识。在组织研究中，通常只给

定一个共识性的文化定义。施恩关于组织文化概
念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文化是 “群体在
解决其外在适应与内部整合的问题时，学得的一

组共享的基本假定，因为它们运作得很好，而被

视为有效，因此传授给新成员，作为当遇到这些

问题时，如何去知觉、思考及认知的正确方
法”。“文化假定围绕着组织与外在环境关系的
所有层面产生。必须在团体的终极使命、目标、
用以达成目标的手段、绩效表现的量测，以及补
救策略等方面都达到共识，才能缔造一个表现卓

越的团体。”③

这种对共识的关注一度成为组织研究和人类

学的关键分歧。人类学最初也关注共识，但很快
就进行了反思。在霍桑实验之后的曼彻斯特工厂
车间实验中，当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就

开始关注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后受格尔兹观
点的影响，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 “共享”是持
续不断地被修正的，模糊性在其中是重要的，因

为它提供了修正的空间。而且文化研究的学者还
为这一过程加入了政治视角，认为: 概念和象征

的意义不仅不是固定的，还是被积极争论的。④

而且，当组织文化被视为组织成员的共识之后，

组织内部的文化异质性及其所引发的分化、矛盾
甚至冲突就会被忽略，这与事实不符。

其三，基于功能视角。组织文化研究只是改
变了传统管理通过 “物”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思
路，转而关注人性因素，但其最终指向依然是组

织效率。人们希望借助于组织文化，激发组织成
员对组织的认同，增加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外

界环境的适应力，从而提高组织竞争。这种功能
视角将文化作为组织的一个变量和属性，组织文

化因而 “不是将组织作为深层次和普遍理论的
自然解决途径，而是高层管理设计的、有目的地
形塑员工行为的理性工具”。⑤“文化从组织是什
么变成组织有什么，从情境中的过程变成管理控

制的客观化工具。”⑥

( 二) 文化作为根隐喻———作为文化的组织
隐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以他物之

名名此物。隐喻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有
效的方式，也是认识组织、理解复杂的组织现象
的重要方式。在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的发展过程
中，组织研究者习惯借助于各种隐喻或形象来限

定、架构和区分组织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对组织的认知根植于隐喻的转换。”⑦

早期的马克思·韦伯以及泰勒将组织隐喻为
“机器”，而将组织中的人隐喻为 “齿轮”和
“螺丝钉”。这种机械隐喻隐含着巨大的危害性，

因为“一旦组织中的人或组织成员只被视为巨
大系统中的一个齿轮，组织中的团队被视为巨大

机器中的齿轮组，而且它们的运动以钟表的精确

度来衡量，那么，结果必然是管理学从有机的隐

喻转向机械的、规律性的隐喻，就连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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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也具有机器般的特性，失去了社会人所具

有的人性，而人也就变成了机器，不可能在工作

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有鉴于此， “现代组织理
论极力主张把组织隐喻为生命体或有机体。生命
体或有机体的隐喻，一方面说明部分构成整体，

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表明整体是一个具有独

立生命的职能单位”。①

将组织作为机器和有机体的隐喻在历史上长

期占据主导，但也不乏社会隐喻，如将组织隐喻

为角色扮演的剧场、权力展示的政治舞台，或者
部落、氏族等。摩根对关于组织的多种隐喻进行
了总结，包括: 作为机器的组织、作为有机体的
组织、作为大脑的组织、作为文化的组织、作为
政治体系的组织、作为心灵监狱的组织、作为流
动和转变的组织和作为统治工具的组织等。② 其
中，“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隐喻与人类学组织
研究的文化视角相契合，为人类学家从文化概念

研究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当我们将组织视为
文化时，我们将它们看做是具有自身独特价值、
礼节、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微型社会。”③ 而且，
“当文化作为根隐喻时，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组织
实现了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转向组织

如何实现以及被组织意味着什么”。④

在人类学界，当我们思考那些非正规的民间

组织的深度研究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族家族组

织处在了重心的位置。此外，诸如汉族的青苗
会、彝族的家支组织，以及黎族等的年龄组，都
在学院派的组织研究中得到文化的诠释。当今全
球化信息与市场经济影响下，中国城乡人口快速

流动，各地传统组织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对外应对

的和对内构成的变化。为此，文化的传统与隐喻
实现了新的转换。其间，应用人类学的课题常常
凸现出来。直面对组织的新的观察，既包括文化
的诠释，也包括在诠释的基础上寻求项目对策。
最近十年的组织研究中，这类特征在如下两

类案例中较为明显:

一类在公共卫生领域。庄孔韶等在寻求彝族
群体性戒毒认同缘由之时，从地方强大的家支组

织力量中，发现其更高精神层面的盟誓———象征
与隐喻的转换力量。进一步地，先后在两组戒毒
群体之中帮助实现了较高的戒毒成功率 ( 64%
和 87% ) ，在科学方法论之外，推动了以组织与
精神的合力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的新方向。
这也是传统组织应对外来市场与物质干涉的文化

自救的成功案例。女性性工作者行业组织也是一
种非正式的组织方式。庄孔韶等⑤以 “作为文化
的组织”理论为指导，发现了这些组织中的成
员串联方式、驻在地组织方式和再流动方式三个
方面，都带有明显汉人社会家族组织的特点。而
李飞对海南黎族女性性工作者组织的研究显示，

看不到上述呈现的 “类家族主义”，并与前述汉
人同类组织形成对照。⑥ 由此，我们得以发现，
在不同族群地区，传统组织家族主义隐喻的巨大

影响力，以及同样是不同文化隐喻的特定影响。
汉人社会的家族主义特征，还在家族企业的

组织过程中得到转换和体现。张华志对云南西镇
家族企业的考察发现，亲属关系等家族特征在现

代企业中被有效地转换为家族企业内聚的重要

基。⑦ 章文对武汉某建工安装工程公司国企改造
过程的研究则发现，由于企业既有的 “大家族”
归属意识和有效的权威性指导特征等，没有得到

适应性的存留和良性的转换设计，企业组织转型

过程遭遇了失败。⑧ 此外，中国汉人社会的家族
主义也延伸到外国来华企业中，如美国安利公司

在中国就发生了 “被中国家族形态化”的历
程。⑨ 这些研究均以 “作为文化的组织”为主
旨，力求在不同的调研领域中寻找组织人类学的

学术的与应用的意义。而且，基于对 “作为文
化的组织”的进一步理解，相关研究已延展至
更大范围的“作为文化的社会网络”研讨中。

( 责任编辑 洪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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